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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的默会维度

杨晓波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以迈克尔·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为视角来考察翻译，可对翻译的本质有更深的认识。波兰尼所谓的
“默会”具有多层含义，包含不可道的、心领神会的、隐含的、不可逆的、不可传授的及不可批判的含义。从本质上讲，

翻译不仅具有默会的维度，而且该维度具有基础性与优先性。具体而言，翻译的本体、过程与习得都是默会的。道

家的“不可道”的观点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既有相通之处，二者又互为补充，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翻译的学科属性进

行考察，可得出如下结论：翻译总体而言是一门艺术，它不同于科学，好的翻译力求达到形而上之“道”的境界，而差

的翻译则沦为形而下之“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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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翻译的外围
研究（又称外部研究，或称文化研究）占主导的。现
代翻译学的基本框架最早由霍姆斯（Ｊ．Ｈｏｌｍｅｓ）在
其《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提出。图里（Ｇ．
Ｔｏｕｒｙ）将之概括为一张图［１－２］，该图反映了时至今
日翻译学仍具有的基本内容与任务。根据该图，翻
译的“外围研究”占了大半壁江山。而潘文国教授注

意到，“有两个方面，霍姆斯提到了，但却没有放进他
的框架。一个可说是翻译学‘学’，即对翻译学自身
的研究，……另一个是学科方法论，即何种方式或模
式最适合学科中的何方面的研究等。”［２］以上两个方
面即翻译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其中本体论问题更为
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法论。然而，翻
译的本体研究总是借助语言学、文学、哲学等理论不



断被提起，又被放下。“虽然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
呼吁回归翻译本体的译学研究，但对于翻译本体到
底是什么，却缺乏充分的说明。”［３］翻译的外围研究
虽扩充了翻译学的领地，但不少学者担心，过度的外
围研究反而易导致翻译学泛化为 “无学科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的属性［３－４］［５］６。因此他们呼吁“对外围
研究进行适当的限制，加强对翻译本体的研究”［３］，
“必须直面翻译学最根本的问题：翻译的本体论……
和认识论……，以及相应的方法论”［５］２，并认为“只
有回归翻译本体才能建立真正的翻译学科”［４］。
鉴于此，本文借助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８９１—１９７６年）的默会认识论来
重新认识翻译本身。笔者认为翻译不仅具有默会的
维度，且这一维度具有基础性和优先性。从这一论
点出发，本文首先论证了翻译的本体（即翻译为何、
翻译成其为翻译的基础）、翻译的过程及翻译的习得
皆是默会的；接着用道家的“不可道”与“道”论将默
会认识论作一些引申，来探讨翻译的学科属性问题；
最后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它不同于科学，且高于形
而下之“器”层面的“技”。

一、默会认识论

为讨论方便，本文先勾勒一下默会认识论的要
旨。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是对在西方长久占统治地
位的言述知识观的反叛。言述的（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与默会
的（ｔａｃｉｔ）是两种不同的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或识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形式。言述的，即可用语言表述的，或者说
是命题性的。“长期以来，英美流行的认识论把注意
力集中在命题性知识之上，把知识理解为得到辩护的
真信念（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ｔｒｕｅ　ｂｅｌｉｅｆ）。这种理解其来有之，可
以追溯到古希腊。”［６］４然而，自近代以来这种言述的
认识论却一直遭到质疑。主客体的分离以及极端的
科学主义、客观主义、机械论和怀疑论的产生都与它
有关。为走出传统认识论的困境，波兰尼提出了默会
认识论。默会的与言述的正好相反，它指的是不可用
语言表述的、靠心领神会的。这一理论的提出“挑战
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多种根深蒂固的教条或成见”［７］。
波兰尼是一位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

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即提出了默会认识论，其代表
作《个 人 知 识———朝 向 后 批 判 哲 学》（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ｏｓ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对
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科学家出生的波兰尼在
书中首先对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提出了质

疑，他认为科学排除不了人的参与。按照他的论述，

人的参与包含如下几种形式：一是对识知对象的审
美；二是求知的热情；三是个人的趣味、鉴赏力与领悟
力；四是个人的操作、观察与判断。波兰尼得出的结
论是，“通常被认为是精确科学所具有的完全客观性
是一种错觉，并且事实上是一个错误的理想。”［８］２１

波兰尼引入认知的个人参与，便引入了认知的
默会维度。首先，审美、热情、趣味、鉴赏力与领悟力
是认知的前提，它们“内居（ｉｎｄｗｅｌｌ）”于认知活动
中，而至于为何觉得认知对象是美的，并对其充满热
情，个人的趣味从何而来，又如何鉴赏与领悟认知对
象，这些都是不可言传的。其次，个人在操作、观察
与判断中对认知对象有两种意识（或者说知觉方
式）：焦 点 意 识 （ｆｏｃ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与 附 属 意 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波兰尼举了一个锤钉子的
例子：锤钉子时，我们注意力的焦点在钉子上，并附
带对手掌的知觉有所意识。聚焦于钉子或把钉子敲
进去这一目的的意识，即焦点意识；而在实现此目的
过程中，对手臂动作的轻重缓急与对手握工具的感
觉，则为附属意识。附属意识属于一种默会知识，它
同时也是焦点意识的基础，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
不可言传，而是“在逻辑上不可言传”［８］６６，因为其并
非不可知，而是若将其转化为焦点意识，便又会产生
新的附属意识，而我们的行为也会因此崩溃。例如，
锤钉子时若将注意力的焦点转移到自己的手掌，反而
会砸到它。最后，对默会认识基础地位的承认，实则
承认了认知的“信托纲领（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即
对社会中一些由文化积淀而形成的认识的信任与信

念。正如波兰尼所言，“我们的默会能力决定了我们
对某一特定社会的依附并在这一社会的框架中维持

着我们的求知、艺术、市民和宗教的安排。”［８］３１４认知
归根到底基于信念、传统、权威及已有的认知框架，因
此彻底的怀疑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默会”一词按字面可理解为不可用语言表述及
心领神会的，然而从波兰尼的理解来看，它还有更多
含义：意为默许的、隐含的，同时也是不能通过命题
表现的，因此它还是不可逆的，不能通过书本传授
的，也是具有“不可批判性（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的①。默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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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波兰尼区分了“没有批判性（ｕ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与“不可批判性（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前者是相对于“有批判性（ｃｒｉｔｉｃａｌ）”而言的，但不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还是

ｕ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波兰尼认为，“只能被应用于言述形式，……［而不能］应用于默
会思维本身，如同我们不会谈论跳高或跳舞是有批判性还是没有批判性
一样。”［８］３１３也就是说，默会层面的东西是无所谓批判不批判的，我们既
不能去批判它，也不能不去批判它，确切地说，它是我们进行批判的基
础。因此，所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可理解为与批判无关的或无涉批判的。



识论不但主张人类知识与识知具有默会的维度，且
主张这一维度的基础性与优先性。这一主张实则高
扬了人的主体性。

二、翻译的默会维度

（一）翻译的本体是默会的
首先考察翻译的本体，即翻译究竟为何，也就是

让翻译成其为翻译的基础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争议：翻译究竟是向原文的趋近
还是背离？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前者，而文化派则主
张 后 者。 正 如 文 化 派 代 表 人 物 勒 弗 维 尔
（Ａ．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
控》一书中所言，“翻译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种改写形
式”［９］。不管是改写还是操控，都是对原文的背离，
不过还需分清背离的两种情况，即区分背离是翻译
的目的还是结果。若是目的，也就是说乃有意对原
文进行操控与改写，那么不妨称这类翻译为节译、改
译或编译，它们还有一个不太动听的名字———伪译。
所谓“伪译”，即图里所谓的“虽在目标文化中被视为
翻译，却没有与之对应的真正源文本存在”，拉多
（Ｇ．Ｒａｄó）甚至认为伪译“因过度偏离源文本而不能
视之为翻译”［１０］。
从图里与拉多的定义中，似乎难以判断“伪译”

究竟是作为翻译的目的还是结果产生的，但笔者认
为这两条定义的措辞偏向于前者。不论如何，笔者
认为“伪译”是有意对原文进行的操控与改写（即视
操控与改写为翻译的目的）；而无意中（作为结果）产
生的与原文本差距较大的译文，应视为“劣译”，也就
是不合格的翻译。笔者之所以认为应将“伪译”排除
在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之外，乃因后者是以趋近原文
为指归的，或者说是趋近原文的一种努力，尽管不论
译者如何努力趋近原文，结果总会造成不同程度的
操控与改写。然而，翻译的结果包含操控与改写并
不等于翻译就是操控与改写［４］［５］７－８。赵彦春［５］７认
为，文化派将翻译等同于操控与改写便“自然而然地
抛弃了翻译的基本要求———‘忠实’和‘对等’”。实
际上，这未必是文化派的本意，因为其初衷是将操控
与改写视为翻译的结果来进行描写性研究。但赵彦
春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笼统地将翻译说成是操控
与改写（不区分目的与结果）易让人误读为翻译可舍
弃忠实的标准，从而对翻译实践造成不良的影响。
因此有学者担忧，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不负
责任乱译的借口：这种观点“随意夸大译者的‘主体
性’，宣扬对原作的‘叛逆’，片面论述‘叛逆’的‘创造

性’的正面价值，而无视叛逆的‘破坏’作用，从而触
动了‘以信为本’这一翻译活动的基本伦理”［１１］。
此外，操控与改写即便作为翻译结果而无意识

为之，亦突显了译者的主体性。波兰尼以大量篇幅
论证科学实践不可避免人的因素，以此引出其默会
认识论。而主体性在翻译中是毋庸置疑的。需要进
一步指出的是，译者作为主体，其实践在很大程度上
是默会的。在此不妨来考察一下翻译实践得以开展
的基础。笔者认为，译者在翻译之际必须相信原文
是有确定意义的，是可译的，并已准备好向原文趋
近。当然，文化派会质疑说结果恰恰相反：原文的意
义根本不是确定的，因为一种原文可有多种译文，而
每一种译文只能传达原文的部分意义，因此不可译
乃常态。如此看来，翻译中似乎不存在确切无疑的
通衢大道，有的只是让人踌躇与困惑的岔路和迷宫
了，这不禁让人相信翻译是对原文的背离。
然而，笔者仍坚信，对意义确定性的信念及向原

文趋近的热情乃翻译实践的基础，并让翻译成其为
翻译。它们是翻译的“信托纲领”，具有“不可批判
性”，只能无条件接受。在此需要分析一下翻译的背
离，翻译可有两种形式的背离：第一种以确定性为基
础，好比先解出答案，然后对其进行改造；第二种则
无需任何确定性，好比解不出答案，因而胡编乱造一
个。第一种情况实际上仍包含向原文的趋近；而第
二种情况则根本不算翻译，不然翻译之名便蕴含了
一对矛盾，即同时蕴含了肯定（向原文趋近的努力）
与否定（未向原文趋近做任何努力或有意背离原文）
两个不可调和的命题。显然，向原文的趋近需要一
种努力，第二种背离则无需或甚少需要努力，而翻译
行为的意义恰恰是由这种努力赋予的，正如伦理学
将向善、而非向恶视为生活的意义，因为“惟把一件
事情做好的努力才使得目的与过程内在地联系在一

起，才使得目的赋予整个过程以及每一步以意
义”［１２］２３４。因此，在翻译中彻底怀疑翻译的确定性，
就好比自己宣称自己没有说话一样，这在逻辑上是
矛盾的。其实，译者也无须宣称自己在说话，因为它
已“内居”于译者的实践。上文所谓的翻译的“信托
纲领”，即对于翻译确定性的信念以及向原文趋近的
热情，它们“内居”于翻译行为之中，并赋予翻译行为
以意义。

（二）翻译的过程是默会的
接下来分析，在“信托纲领”下翻译实践是如何

具体展开的。默会认识论将认知描述为ｆｒｏｍ－ｔｏ的
动态结构，即认知主体从（ｆｒｏｍ）“附带意识”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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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焦点意识”。“不同于格式塔心理学，波兰尼强
调，默会认知不是一种被动的经验，而是认识者积极
主动地发挥其默会能力的过程。”［６］６０而主体性在翻
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况且，翻译是远比锤钉子复杂
得多的行为，因此“ｆｒｏｍ－ｔｏ”也并非简单的从原文到
译文的转换。那么，翻译的焦点意识是什么呢？若
是原文，那么如何解释译文的产生？译文难道不曾
进入译者关注的焦点？若是译文，它在翻译过程中
根本还未产生。笔者认为，既然翻译是向原文的趋
近，那么每位译者都有对完美译文的追求，然而这只
是一种理想，并没有一种完美的译文等在远处让人
追求。因此，翻译中焦点意识的对象并非完美的译
文，而是“完美的译文”这一概念框架。但问题是，什
么是“完美的译文”呢？不论用奈达的“最切近、自然
的对等”，还是严复的“信、达、雅”等，都不足以描述，
反而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对理想译文这一问题，笔
者有两点看法：第一，理想译文有点类似“道”这类超
级概念，是不可道，也是道不清的，但这并不妨碍各
家的论道，且各家有各家的道论，因此这类概念其实
是极其主观的。第二，理想译文寓于翻译实践，它不
是现成之物，而是译者“心向往之”的概念框架，当译
者使尽浑身解数，暂时不再有更佳选择时，他便称这
一译文为“理想译文”。因此，翻译有点像量体裁衣，
译者怀着“合身”的目的让服装初具轮廓，经过一次
次试穿与修改后才最终合身。
如上所言，焦点意识是以附属意识为基础的，翻

译过程中的附属意识包括对原文的理解与对目的语

的选择。通常认为翻译过程包含两个步骤：首先理
解原文，接着将其转化为目的语。其实这两项活动
是同时进行的，难以区分彼此与先后。如果直接用
目的语来理解原文，以一种“摸索行为（ａｎ　ａｃｔ　ｏｆ
ｇｒｏｐｉｎｇ）”不断斟酌，如临岔路，如入迷宫。波兰尼
所谓的“摸索行为”指一种在试探中前进的努力，用
它来形容翻译过程，便突显了翻译过程的四个特点：
其一，正如摸索是一种向前的努力，翻译是译者向理
想译文这一焦点意识努力的过程。其二，摸索是向
未知世界的前进，是“无意识的尝试与出错之过
程”［８］７４，翻译也正如盲人用手杖探路，是不断试探
与调整，不断将焦点意识与附属意识进行整合的过
程。其三，摸索是一项“寄托（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行为，
“当我们接受一套预设并把它们用作我们的解释框
架时，我们就可以被认为是寄居在它们之中，如同我
们寄居在自己的躯壳中一样。”［８］７１不过该比喻容易
让人误以为寄托是封闭的，而实际上它是开放的、动

态的，是主体对两种知觉的整合：“在附属地知觉一
件事物以后，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并使它变成我们自
身的一种延伸。”［８］７２原作经过了翻译，就好比盲人
获得了手杖，原文借助译文以一种新的方式向前摸
索与延伸。其四，摸索行为是默会的，正如“你发现
了游泳的方法但又不知其所依靠的是以特定方式调

节你的呼吸”［８］７４，翻译亦如此，两种知觉的整合没
有既定的规则，即便有规则，也是事后总结的，即便
记住了这些规则，其运用也另有规则，而应用规则的
规则仍需规则……归根结底，规则的应用是默会的。

（三）翻译的习得是默会的
翻译的习得一般有三种途径：教材的研读、教师

的指导及对名家名译的研习，其中第一种途径是言
述性的。先来看看翻译教材能做些什么：它首先会
告诉读者翻译的标准或目标，比如“信达雅”、“等
效”、“神似”、“化境”（通常这些会被称为“标准或目
标”）；其次会教给读者各种实践的法则，比如语序的
调整，信息的增损，主语、状语等的处理。实际上，翻
译的目标都具有“不可批判性”，大家不会对其进行
批判，说它们是错的，而至于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则莫衷一是。可以说，这些目标即翻译本身，它们和
翻译构成重言式命题，就好比人们一般认为人生的
目标即追求真善美，不会有人作相反的追求，但真善
美究竟为何，则没有人能说清，而人们也不会等搞清
它们的定义之后再去追求。人类按时代与传统塑造
的真善美的观念去实践，然后将朝这个方向的努力
称为真的、善的和美的，并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渐修正
这些观念。可以说，实践活动的目的无法完全独立
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在极端情况下，“良好的
实践本身就是目的。”［１２］１０６翻译亦如此。翻译即向
原文的趋近（这点具有“不可批判性”，上文已论证）。
因此，“信达雅”、“等效”、“神似”或“化境”已构成翻
译本身，确切地说，良好的翻译本身就是去达到这些
标准。这里强调的是“去达到”（意为一种努力与过
程），而非“已达到”（意为结果），因为这些标准因侧
重点不同而彼此略有差别，译者也因主体性而对它
们的把握不尽相同，然而从译者向原文趋近的努力
（也就是“去达到”的过程）层面来讲，这些标准的内
涵是一致的。
因此，翻译与生活一样，靠的是实践智慧。“‘实

践智慧’遵循的不变的定律或唯一原则是，在任何环
境下都没有不变的定律或唯一的原则。”［１３］可以说，
实践智慧靠的是对“度”的把握，“度”不是规则，而是
规则的应用。正如李泽厚所言，“许多技艺便不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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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口授（语言）而必须在自己亲身实践中领会体验才
能掌握。”［１４］越详尽的翻译教材，会提供越多的规
则，但规则是无穷尽的，何况还有应用这些规则的规
则，而应用规则的规则之上还有规则……从理论上
讲，规则越多，离彻底的解释越近，而实际上，规则多
到一定程度，会使教材臃肿不堪，难以卒读。翻译教
材对翻译实践确实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它不是必
要的，且仅限于初级阶段。那么，翻译的习得应该靠
什么手段呢？

默会认识论认为，实践的智慧只能在实践中习
得，这就好比游泳和骑车不是通过教科书学会的，而
是靠“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庄子语）的实
践，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未能很好地掌握那门技艺之
实践知识的人来说，准则是不可理解，更是难以运用
的”［８］３６。因此，翻译的习得一是靠名师的示范与指
导，二是靠经典译本的学习与借鉴。即便像装配玩
具这类较之翻译容易得多的实践技能，也很难通过
文字说明使人学会，最好配以图示，若有视频就更
佳，而最理想的条件则是行家的手把手指导。翻译
也一样，没有一位翻译名家是教科书造就的。正如
波兰尼所言，“一种无法被详细说明的技艺不能通过
法规而流传下去，因为这样的法规并不存在。它只
能通过师傅教徒弟这样的传授方法流传下去。”［８］６２

然而，有时候译者身边缺乏名师，且名师也有自
己的局限，这时译者就需要另一种示范，即名家名
译。学习者通过这些范例习得的不是规则，而是成
功运用各类规则的实例。规则的运用当然不能再依
靠规则，它依靠的是判断力、审美以及对“度”的把握
等默会知识。

三、翻译的学科属性

在剖析翻译的默会维度的基础上，本文将用道家
的“不可道”与“道”论将默会认识论作一些引申，讨论
翻译的学科属性问题。对该问题通常的争论是：翻译
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科学和艺术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范型与思维方

式。虽然在波兰尼看来，一切知识和识知都是默会
的，但艺术显然比科学更依赖于默会。艺术的创作、
欣赏与习得都是不可言传的。而科学的发展、传播
与论证则离不开文字，因此维特根斯坦［１５］认为只有
自然科学命题才能说清楚，对其余的则应保持沉默。
主体性在艺术中占主导地位，艺术较少依靠理性，而
主要依靠感性。感性所涉及的都是不可道、不可知
的，并涉及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所拒斥的神秘主义。

科学虽也强调灵感等感性因素，但更依赖理性，灵感
也是为了激发认识事物自然规律的理性。此外，主
体性导致了操作的误差与不确定性，这在科学中是
应当避免但又不可避免的，而在艺术中则在很大程
度上造就了艺术本身。
然而，人类拥有的知识丰富多彩，难以作科学与

艺术的截然两分。没有纯粹的科学，也没有纯粹的
艺术，一般而言，知识皆包含这两种成分，而两者也
并非对半开。正因如此，称某种知识为“科学与艺术
的统一”是种讨巧又笼统的说法，关键还要看怎样
“统一”。在人们所有的知识中，有的偏向于科学，有
的偏向于艺术，为简便起见，我们径直称其为科学或
艺术，同时也视其为科学或艺术的范例，正如我们视
猫、虎、狗，而不是鲸为哺乳动物的范例。可问题是，
我们有时候能分辨某种知识中科学与艺术哪个占主

要部分，有时候则难以分辨（比如建筑学）。人类知
识可以说好比一张渐变色谱，科学与艺术各占一端，
越靠近交界处，越暧昧难辨。

“科学与艺术的统一”还有一种情况：有些知识
既有准科学的味道，又和艺术相关联（如庖丁解牛、
轮扁斫轮），但不能简单将其归为科学或艺术，且难
以将其与建筑学看成同类，这类知识通常被称为
“技”。“技能”、“科技”、“技艺”这三个词体现了技和
能力、科学、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波兰尼的
哲学中，技（ｓｋｉｌｌ）指技能，它是一种默会知识，就如
你学会了游泳和骑车，却说不出是如何学会的。科
学与艺术都需要技，但又不止于技。在道家哲学中，
技不仅指技能，还泛指形而下之“器”层面的日常劳
作，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庄子也认为技是不可道
的，斫轮的要诀在于“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１６］３５８。所谓“数”，即实
践中“度”的拿捏，这完全是默会的。技的臻于完美，
靠的是对“道”的体悟。文惠君问庖丁解牛之技何以
如此精湛，庖丁答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
矣。”［１６］９６可见，技与“道”虽是形下与形上两个层次，但
两者并非扞格难通，技必须从“道”的高度观之，“道”也
须在技的层面获得。因此，在庄子看来，“道”甚至在
“蝼蚁”、“稊稗”、“瓦甓”、“屎溺”等“何其下邪”之
处［１６］５７４－５７５。确切地说，技是准科学与准艺术的统一。
我们显然很难把解牛、斫轮与研究导弹、人工智能，或
音乐、绘画与文学看成一类东西。科学除了技，还需要
理性思维；艺术除了技，还需要“道”层面的追求。
现在，回到翻译上来。翻译毋庸置疑具有艺术

性，也具有科学性，但不宜简单地宣称翻译是艺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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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统一。劳陇曾批评过这一观点，他认为矛盾
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翻译虽不乏科学性，但
总体而言是艺术，不应视其为科学，也不应视其为艺
术与科学的统一［１７］。笔者同意劳陇的观点。在科
学与艺术这张色谱上，翻译显然偏向于艺术这端。
语言学固然对翻译规则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机器翻
译正是这些解释的应用，不过目前机器翻译的能力
十分有限，因为规则还需要应用规则的规则，而这时
又需要另一种规则来应用它，这是无穷无尽的，最终
只能靠人，而不是靠规则来解决应用的问题。因此，
在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起主导作用，翻译不靠理性
思维，也没有既定的规则，翻译的过程与习得都是不
可言传的。
那么，可否将翻译视为技呢？文学家与翻译家

常谦虚地称自己从事的不过是“雕虫小技”，这是一
种谦辞，还是事实确是如此？如上所述，技可视为准
科学与准艺术的统一，而翻译又偏向于艺术，因此我
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为：翻译是否够格成为艺术？首
先来分辨技与艺的区别。技的复杂程度虽未必亚于
艺（如杂技等绝活），但是相对于艺，技是重复性的，
有规则可循的，如卖油翁之技靠的是“唯手熟尔”。
而在艺术创作中，人们总须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主体性也因此发挥至最大。从这点来看，翻译当
属于艺，尤其是文学翻译。此外，技是形而下之
“器”，而艺术则近于形而上之“道”。所谓“道法自
然”，即意味着艺术源于自然并体现自然，绘画、音
乐、文学等艺术莫不如此，但人们一般不会把生活中
那些普通技能跟自然联系在一起，除非它们臻于完
美，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如上所言，实践智慧靠的
是对“度”的把握，翻译也不例外。然而“‘度’还是
‘技’，‘美’才是‘艺’。‘艺’之所以高于‘技’，在于它
是‘技’的自由运用。”［１８］当人们读到庄子对庖丁解
牛、轮扁斫轮的精彩描写，觉得那简直是种艺术，无
处不体现着美；而坏的艺术则会降格为技，正如人们
常批评某些艺术品流于匠气。因此，当翻译被称为
是艺术，是针对好的翻译（至少是够格称得上翻译的
翻译）而言，而槽糕的翻译则只能是黔驴之技了。

四、结　语

本文从翻译的本体、过程与习得三个方面阐释
了翻译的默会维度，并认为翻译归根结底是一门艺
术，它不同于科学，且高于形而下之“器”层面的
“技”。翻译无疑是一项实践，但在人类的各项实践
中又具有极高的复杂性与创造性，这是一切“进乎

技”而求道的实践（无疑也是种艺术实践）皆有的特
征。无怪乎理查兹（Ｉ．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称翻译为“或许
是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产生的最复杂的一类活

动”［１９］。一切实践智慧归根结底都是默会的，靠的
是对“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的“度”的把握，
翻译实践自不例外。因此尚未有哪位翻译理论家发
明出一套有效解决翻译实践的规则，这条道路的受
阻也是促成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主要动因之一。
此外，在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机
器翻译也尚未达到能翻译出令人满意的复杂文本

（尤其对于文学作品）的水平。
当然，没有哪一种知识是纯粹言述或者默会的。

本文虽主张默会维度在翻译中具有基础性与优先

性，但并不否认翻译的言述维度，也不拒斥翻译的言
述性研究。翻译的科学研究乃翻译学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对翻译规则的科学阐释正如追求完美译本
一样是没有尽头的，这体现了人类天生具有的穷理
冲动，也正是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
学》一书高扬的人类之主体性。

参考文献：
［１］Ｔｏｕｒｙ　Ｇ．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１０．
［２］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

性问题［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２，２３（１）：３１－３４．
［３］谭载喜．翻译与翻译原型［Ｊ］．中国翻译，２０１１，３２（４）：

１４－１７．
［４］叶友珍，赵正道．翻译学研究的本体论思考［Ｊ］．外语研

究，２０１７（５）：８３－８６．
［５］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５．
［６］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
［７］郁振华．当代英美认识论的困境及出路：基于默会知识

维度［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７）：２２－４０．
［８］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Ｍ］．徐

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９］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ｍｅ［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９．
［１０］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　Ｍ，Ｃｏｗｉｅ　Ｍ．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１３４－１３５．
［１１］王向远．“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并论译

介学对“创造性叛逆”的挪用与转换［Ｊ］．人文杂志，

１２第１期 杨晓波：论翻译的默会维度



２０１７（１０）：６２－６９．
［１２］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Ｍ］．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３］田海平．“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Ｊ］．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３）：４－２５．
［１４］李泽厚，刘绪源．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２０１１年

谈话录［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１．
［１５］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Ｍ］．韩林合，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１３：１１９－１２０．

［１６］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１７］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对《翻译学：艺术

论与科学论的统一》的一点意见［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０，

２１（４）：６２－６３．
［１８］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Ｍ］．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４１．
［１９］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Ｌ　Ａ．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Ａ　Ｆ．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３：２４７－２６２．

（责任编辑：陈丽琼）

２２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　第４４卷


